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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过去发生过的历史案例的重建有助于加深理解当前及未来可能的气候影响方式及

后果, 并为人类做出合理的应对提供参考. 华北平原地区在小冰期内的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

的数十年间曾经历过一次从暖到冷为主导的气候转冷, 并伴随极端旱涝事件的频率明显增加. 

本文根据《清实录》中提取的 1780~1819 年间华北平原区内难民、动乱、漕运、荒政等相关

历史信息, 以粮食安全为切入点, 从社会脆弱性的角度分析了 18~19 世纪之交气候转冷对华

北地区难民问题发展变化影响的发生机制. 结果表明: (1) 1780~1819 年间, 华北平原社会以难

民问题的显著激化为标志呈现不稳定状态, 具体表现为难民数量激增(动辄数十万人), 且难民

行为由原地待赈(18 世纪 80 年代)到背井离乡的流民(18 世纪 90 年代至 19 世纪), 最终发展为

铤而走险(19世纪10年代). (2) 社会不稳定性增大与小冰期内由相对温暖转为寒冷的显著降温

及极端水旱事件增多为特征的气候变化相对应, 是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传递到社会层次的结

果. (3)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 这一时段气候变化社会影响的发生是由于社会面对外来压力时

具有较高的脆弱性, 即较高的敏感性和较低的响应能力, 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① 粮食安全

处于临界状态, 社会对气候变化引发的粮食减产十分敏感; ② 政府对灾害的救济能力严重削

弱, 不能满足社会应对危机的需求; ③ 东蒙和东北作为华北移民目的地的作用因气候和政策

影响受到限制, 特别是清政府在东北封禁政策上的摇摆, 加速了难民问题的激化. (4) 据估算, 

此次气候转冷事件中的降温和灾害造成的减产, 可使当地达到气候变化社会影响发生所需的

社会脆弱性水平出现的时间提前约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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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及其动力过程在人类决策和社会演化

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子, 环境变化始终是人

类文明兴衰的重要背景[1]. 尽管由于社会的发展, 过

去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许多具体结果已不可

能重现, 但历史事件所揭示的人类对气候变化影响

的响应过程与机理对当今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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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大挑战仍具有一般意义 . 过去全球变化

(PAGES)研究的主题之一 , 就是要通过认识过去人 

类-气候-生态系统在多时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机制

与过程, 来增强对当代气候变化影响与人类社会适

应的理解[2].  

大量研究成果均揭示出历史上的人口波动与迁

徙、经济波动、社会治乱变化乃至朝代更替等社会兴

衰事件与气候变化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对应关系 [3~8]. 

在欧洲, 罗马与中世纪繁荣时期对应于温暖湿润的

夏季, 而公元 250~600 年, 气候变率的加大对应于西

罗马帝国的崩溃及大迁徙时期的社会混乱[3]; 中国历

史上冷期战争率显著高于暖期, 70%~80%的战争高

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动乱都发生在气

候的冷期, 气候变化是影响中国历史朝代循环、以及

大乱-大治交替的因素之一[7,9]; 而非洲则与欧洲大陆

和中国不同, 历史上暖期战争的风险增加[10]. 欧洲过

去 1000 年中的冷期冲突明显增多, 但同时也发现上

述关系在工业革命后趋于减弱且不稳定[4], 显示出气

候变化与社会兴衰的关系深受社会经济条件差异的

影响. 环境变化被认为通过影响水资源供给、农业生

产[11~15]、人类健康[16]以及内部冲突[10]等途径而影响

过去人类文明的兴衰[3]. 由于历史时期社会事件发生

原因的多解性、社会对气候变化响应过程的复杂性, 

以及过去气候变化重建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原因, 有

关过去气候变化社会影响与人类适应的科学认识尚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分歧[6,8,10,17~22].  

过去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不仅要论证过去

气候变化可能存在的影响, 更需要揭示气候变化影

响的过程与机制, 特别是揭示人类社会系统中那些

使得气候变化影响被放大或被抑制的一系列反馈过

程, 明确区分环境与人为因素对过去人类文明变化

的贡献. 由于记录过去气候变化影响与人类响应之

间相互作用过程的代用资料的难于获得, 迄今大量

研究结论是基于气温或降水(干湿)变化与人类历史

文化代用序列的因果比对获得的, 有关气候变化影

响与响应机制的研究仍十分薄弱.  

中国地处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的东亚季风气候

区, 社会经济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 在漫长的人地

相互作用历史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记载, 

对于开展过去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与人类适应机制

研究独具优势, 其巨大的潜力已为典型历史案例研

究所证实.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 是总体上寒冷的 

小冰期内气候由 18 世纪相对温暖的阶段到相对寒冷

阶段过渡的时期, 也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在当

时的政治中心(所谓“畿辅地带”)华北平原地区, 此阶

段的气候变化表现为急剧的降温以及极端旱涝事件

频率的明显增加[23~26], 与此同时流民、移民以至动乱

等社会不稳定现象亦开始出现[27]. 基于《清实录》[28]

中有关华北平原气候变化影响与社会响应的记载 , 

结合前人对清代华北平原地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

人口、土地利用、政区沿革等方面的研究积累, 本研

究以粮食安全为切入点, 分析在 18~19世纪之交气候

转冷背景下华北地区难民问题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人

口和社会等不同因素在其中扮演的作用, 探索气候

变化社会影响过程与机制.  

在当前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全球变暖诸多不利影

响中, 全球变暖可能引发的难民迁徙问题是一个重

要方面[29]. 国际上, 通过案例研究或将案例与机理模

型相结合对此进行了很多探索[30~33], 但现实社会中

气候变化引发大规模难民迁移甚至导致目的地发生

动乱的事例并不多见, 有限的案例基本局限在发生

于环境敏感地带内的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区际或跨国

迁徙及冲突[34~36]. 本研究可以为认识气候变化背景

下的难民问题提供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案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 

本文将“华北平原”范围限定为清代直隶省长城

以内部分、河南东北部及山东西北部, 总计为 22 府

(包括直隶州)(直隶顺天、保定、永平、遵化、宣化、

易州、正定、冀州、赵州、深州、定州、天津、河间、

大名、顺德、广平; 河南彰德、卫辉; 山东济南、东

昌、临清、武定)198 县(包括散州)(据 1820 年行政区

划)[37,38](图 1). 在现代, 这一区域大致相当于北京、

天津全部、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省各一部. 这一

区域北界燕山, 南抵山东丘陵, 基本地貌单元为太

行山东麓海河、黄河等河流的冲积泛滥平原, 尽管地

跨三省, 但由于地形均一, 各地之间的交流互动十

分密切, 社会经济条件也十分相近.  

选择清代华北平原地区进行气候变化社会影响

的案例研究的代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华

北平原有史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密集、农业发达的地区, 

地处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北部, 气温和降水量的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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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及东蒙和东北 1720~1819 年的行政建制变化示意图 

根据禹贡网 http://yugong.fudan.edu.cn/default.asp 数字底图绘制 

年际变化十分剧烈, 相对于北面的农牧交错带和南

面的江南地区, 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对气候变化影响

既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 

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从生产到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均能

有明显的表现; 其次, 作为政治中心区, 当地气候变

化影响与响应过程直接关系到国家根本, 区域社会

秩序的稳定得到政府的优先考虑, 历史上每当遭遇

自然灾害时, 救灾活动往往直接置于皇帝领导之下, 

其救灾物资也直接来自国家储备, 因此在该区域可

以见到从民众个体直至中央政府的多个社会层次上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响应; 第三, 华北平原与周边地区

的关联密切 , 粮食供需平衡仰仗江南地区的调    

剂[39~41], 北面内蒙和东北则是华北地区难民的接收

地, 发生在华北地区的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和响应

不仅局限在华北平原内部, 还分别通过粮食调运和

大规模难民迁徙分别与江南、内蒙东部及东北三省等

周边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 [42~45]. 因此, 研究发生在

华北平原的气候变化影响与社会响应过程, 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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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社会响应机制.  

1.2  指标的选择 

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问题可归结为全球变

化风险/安全问题. 根据脆弱性理论, 气候变化的社

会影响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物理暴露条件下, 作为

外部扰动因子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系统本身的脆弱性

相互作用的产物, 而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决定于系统

对气候变化敏感性和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能力[29,46]. 因此,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结果不

仅与气候变化的特征有关, 也与人类社会自身的状

态和人类所采取的应对行为有关(图 2).  

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可以具体表现在诸多方

面, 它们最终会体现在对社会系统稳定性或风险水

平的影响上. 大量难民的存在是威胁社会稳定的重

要因素之一, 历史上的难民行为可分为原地待赈、背

井离乡(流民)和最终铤而走险(动乱)三种类型, 与之

相对应的社会不稳定性逐步增大. 流民是背井离乡

而生活没有着落的难民 ,  在安土重迁文化背景下 , 

流民的大量出现意味着难民在原居住地面临生存危

机, 粮食安全已难以得到保障; 动乱是难民或流民行

为趋于暴力的表现, 其爆发是社会进入不稳定(或高

风险)状态的标志, 而动乱事件的主导类型及每种类

型发生频次的差别可进一步反映社会不稳定性程度

及安全风险的高低.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社会动乱可

归因于受迫于生计的难民的暴力行为, 如证实社会 

 

 

图 2  基于粮食安全的历史气候变化社会影响过程及指标

体系 

虚线框中的部分为相关指标 

动乱确实与气候变化有关联, 则意味着气候变化的

消极影响累积到了社会层次、而社会响应与适应机制

严重失调乃至崩溃[47]. 但气候变化影响问题的复杂

性在于, 相对于直接影响动乱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诸

多社会因素而言, 气候变化只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影

响其中的某些关键环节来对动乱的发生和发展产生

作用, 且其间的许多过程并未留下记录, 因此直接论

证气候变化确实对动乱事件产生了影响是困难的 , 

需要从社会脆弱性的方面对气候变化影响可能起作

用的关键环节及相关条件进行深入分析和小心求证, 

包括排除非气候因素在这些环节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可能性.  

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 粮食安全是维系经济

发展和社会系统稳定的基础, 绝大多数动乱是因无

法糊口所致, 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可以具体地用粮食

安全的程度来刻画. 根据粮食安全的定义[48], 粮食安

全由粮食供应、粮食获取和粮食使用三方面的能力来

衡量, 对于古代中国, 区域粮食供应能力主要决定于

区域内部的粮食生产能力, 粮食获取能力指粮食进

行补充和分配的能力, 它首先与分配制度有关, 而在

一定的分配制度下, 获取能力主要受制于社会对粮

食调剂的能力; 粮食使用能力是指实际供每个人支

配的粮食数量. 其中, 粮食生产量(粮食供应能力)是

基础, 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由对粮

食生产的直接影响传递到社会层次而产生的; 社会

在粮食获取和使用环节对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一定程

度的调节, 在区域粮食生产量不足以满足粮食安全

需求的情况下, 通过从区外调运粮食以增加供给或

向区外移出人口以减少需求人数都是历史上常用的

调节方式.  

社会系统的敏感性用区域人均粮食生产量相对

于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临界粮食占有水平的高低来反

映. 区域人均粮食生产量代表了从区域内可能获得

的最大粮食占有量, 其大小是由单位面积的粮食产

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共同决定的, 其中单位面积产量

直接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耕地面积的

多少也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如果人均粮食生产量

明显高于临界粮食占有水平, 则生计问题不突出, 社

会系统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外强迫不敏感 ; 

反之, 如果区域人均粮食生产量接近甚至低于临界

水平, 社会系统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外强迫

的敏感性就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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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的响应能力用对粮食获取和占有量的

调节能力来反映. 对于清代华北地区而言, 社会主要

有两种方式来调节粮食获取能力: 一是通过政府或

民间的各种救助措施增加粮食供应量或提升粮食购

买力; 二是通过自发或有组织的形式向区外迁移人

口, 相对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  

基于以上认识, 考虑到相关信息在历史文献中

的可获得性以及前人的研究基础, 本文以粮食安全

为切入点, 选择人均粮食产量、灾荒救助能力、移民

目的地的接收能力作为指标, 刻画社会系统的脆弱

性, 选择社会动乱事件刻画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图 2). 

据此对 18~19 世纪之交气候对华北地区社会影响的

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1.3  资料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研究以《清实录》为主要信息源, 《清实录》

又称《清代历朝实录》, 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

编, 共 4433 卷, 其资料来自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所存

档案、清史馆所藏资料和著作, 以及皇帝的文集、御

笔等, 是清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资料. 本文

从《清实录》中提取 1780~1819 年间华北平原区内相

关历史信息(如漕运、荒政、难民、动乱等), 重建历

史代用指标序列, 辅以已有的前人重建结果和相关

研究成果, 对这一时段内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难民行

为及其社会后果进行量化分析.  

1.3.1  历史气候变化 

收集前人已有的历史冷暖变化重建结果[23,49~51], 

分辨率达到 10 年或年. 研究时段内气温变化定量估

算依据公元 1380 年以来华北年均温距平序列(图

3(a))[23]和过去 2000 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序列

(图 3(b))[50].  

历史旱涝变化主要依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

图集》中各站点的旱涝等级数据(分为 5 级, 1-大涝, 2-

涝, 3-平, 4-旱和 5-大旱)计算[55].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

分布图集》中位于华北平原范围之内的有 10 个站点

(分别为北京、天津、唐山、保定、沧州、石家庄、

邯郸、安阳、德州、济南, 图 1), 根据各站点逐年旱

涝等级数据, 分别计算研究区 1780~1819 年逐年的旱

灾指数 Zd(图 3(c))和涝灾指数 Zf(图 3(d)), 计算方法为 

1 1 2 2,Z M W M W             (1) 

式中, M1 为重灾站点数, 即旱涝等级为 1 或 5 者; W1

为权重, 赋值 0.8; M2 为轻灾站点数, 即旱涝等级为 2

或 4 者; W2 为权重, 赋值 0.2.  

1.3.2  人口、耕地及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 

选择研究区的主体直隶省为代表, 分析清代不

同时间节点上的人口、耕地面积, 据此计算人均耕地

面积变化(图 3(f)). 其中, 直隶耕地面积数据来自梁

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53]; 直隶人

口变化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54]中的人口数据, 按

人口增长率推算到与耕地数据对应的年份. 清代华

北平原地区的粮食亩产一般认为在 1~2 石之间[56~59] 

(1 石原粮约合 140 斤), 本文采用相对保守的薛刚的

估测结果, 即 186 斤/亩(93 kg/亩)[59]. 根据以上数据

计算 1780~1819 年各时间节点直隶人均耕地面积和

人均粮食产量. 以现代 300 kg/人温饱水平的标准取  

值[60]作为保证安全的临界粮食占有量, 计算不同时

间人均粮食产量与临界粮食占有量的偏差程度, 评

估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0 0

0 0

,
Fp F Yp Ap F

S
F F

  
             (2) 

式中, S 系统敏感性, S 由正到负值表示敏感性由低到

高; Fp 人均粮食产量; F0 保证安全的临界粮食占有量

(取 300 kg/人); Yp 单位面积产量, 其大小直接受气候

变化的影响; Ap 人均耕地面积.  

1.3.3  华北平原地区灾民赈济水平变化 

清廷拨发华北灾民的赈济物资包括银、米(原粮

加工后的口粮)两类, 其数量可用以量化评估政府的

救灾力度 , 由《清实录》中提取相关记录 , 统计

1780~1819 历年接受政府赈济的州县数(图 3(k))和赈

济物资数(图 3(l)), 并将赈济银数折算为米数, 计算

赈济密度 Q, 公式如下:  

1 2/ 1.5
.

F F
Q

C


              (3) 

式中, F1 为银数, F2 为米数, 根据文献[61]中的当时主

要粮食价格数据, 两者之间大致以 1.5 两银=1 石米折

算; C 为赈济州县数.  

1.3.4  移民开垦规模和目的地变化 

清代长城以北的东蒙地区(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

部)及东北三省地广人稀, 作为华北平原因气候变化

与水旱灾害导致的难民跨区迁徙、农业开发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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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成类型系对农业收成序列进行频次模糊聚类分析得到, 共分为 5 类, 5/1 代表该年及前后各 2 年(共 5 年)中丰/歉年占绝大多数, 

4/2 为丰/歉年相对较多, 3 为两者持平(据文献[52]) 

图 3  18~19 世纪之交华北平原的气候转冷与

社会响应 

(a)~(h)为 17世纪 40年代~20世纪各代用指标的变化: 

(a) 华北年气温 10 年平均距平[23]; (b) 中国东部冬半

年平均温度距平[50]; (c) 逐年旱灾指数及 5 年滑动平

均; (d) 逐年涝灾指数及 5 年滑动平均; (e) 华北 5 年

滑动秋收收成类型[52]1); (f) 直隶人均耕地面积(据文

献[53]和[54]计算), 水平虚线为人均粮食产量 300 kg

对应的耕地面积; (g) 京城煮赈记录频次; (h) 华北

平原动乱事件频次. (i)~(l)为 1780~1819 年各代用指

标的逐年变化: (i) 京城煮赈记录频次; (j) 华北平原

动乱事件频次; (k) 华北平原赈济州县频次; (l) 华北

平原赈济物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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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 是华北平原地区气候变化社会响应机制中的

重要调节因子, 对华北平原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存

在异地响应[42~44]. 从《清实录》及其他史料中提取移

民开垦、行政建置等记录, 将东蒙及东北境内新建行

政单元的发生时间、地点及同期私垦、官垦事件分别

标注在地图上, 用以反映华北平原 1780~1819年间难

民迁徙的时空演变过程(图 1).  

1.3.5  华北流民及动乱表征的社会稳定性代用序
列 

社会的稳定性的变化用华北难民原地待赈、背井

离乡(流民)和铤而走险(动乱)三种行为类型的阶段性

变化来刻画. 流民的大量出现意味着难民在原居住

地的粮食安全已难以得到保障, 动乱的爆发标志着

社会进入不稳定(或高风险)状态, 而动乱事件的主导

类型及每种类型发生频次的差别可进一步反映社会

不稳定性程度及安全风险的高低.  

京师煮赈与流民问题直接相关, 煮赈记录的增

寡可以反映流民问题的轻重. 清廷每年在城内外设

立粥厂救济在京城的难民, 当大量流民涌入京城时, 

清政府会在常例煮赈的基础上, 通过延长煮赈时间、

增给银米等措施来缓解规模不断增加的外来流民带

来的压力; 随着常规赈灾手段的难以为继, 这一辅助

性赈灾措施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 煮赈记录的增

多也反映出流民问题的加重. 从《清实录》中提取清

代京城煮赈相关记录并进行频次统计(图 3(g)和(i)).  

《清实录》中各类动乱事件按与政府对抗的严重

程度可分为以下 3 类: (1) 民变事件: 处于社会法制

框架边缘的各类群体性事件, 如聚众抗税、抗租、抗

粮、民间秘密拜会、传教, 流氓恶棍聚赌讹诈、欺压

一方等. (2) 盗匪事件: 形成团伙的盗贼、土匪、游匪

等参与的抢劫、杀人、越狱等恶性事件, 规模不大, 单

纯以破坏者的面目出现 . (3) 起义事件: 农民起义 , 

规模小者影响一个或数个州县, 大者波及整个研究

区, 一般都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和鲜明的政治诉求. 

民变、盗匪和起义体现了社会动乱规模由小到大的变

化, 反映了社会不稳定性程度的增加, 以“县次”(一

年一县为动乱事件所波及, 记为 1 县次)为统计单位

统计动乱事件频次, 对 1780~1819 年间按民变、盗匪

和起义分类统计(图 3(j)), 对整个清代合并统计(图

3(h)). 由于历史原因, 《清实录》中关于义和团运动

的记录很不完整, 1899~1901 年间有关义和团的动乱

事件据《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62]进行补充.  

2  结果分析 

2.1  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 

18 世纪为小冰期中最后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温

暖时段, 至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结束并进入小冰期

最后一个寒冷时段. 此次气候转冷是小冰期气候阶

段性变化的具体体现, 在全国以至全球各地均有不

同程度的表现. 华北 10 年分辨率的年均温距平序列

中[23], 降温开始于 18 世纪 90 年代, 19 世纪降至现代

水平以下, 至 19 世纪 10 年代降至谷底, 30 年间降温

幅度约 1℃, 18 世纪 80 年代至 19 世纪 10 年代与 18

世纪 40~70 年代的平均温度比较下降约 0.8℃[23] (图

3(a)); 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序列显示, 降温开始

于 18 世纪 70 年代, 18 世纪 80 年代降至现代水平以

下, 18 世纪 90 年代急剧降温至谷底(10 年间降温

0.9℃), 30 年间降温幅度 1.4℃[50](图 3(b)); 1724~1982

年北京 7 月平均温度序列在 18 世纪前后也出现一个

突然的降温阶段, 持续约 40 年(18 世纪 80 年代至 19

世纪 20 年代)[51]; 华北地区重建的其他历史冷暖序列

的转折点也集中在 18~19 世纪之交的一段很短的时

间内, 且降温幅度很大[49]. 在我国其他地区重建的历

史温度序列也体现出相似的特点[63~65].  

同期降水的变化也十分明显, 18 世纪 80 年代以

后的数十年, 华北平原降水量较之前有所增多[66,67]; 

但年际变率的增大, 使得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

度都有提升. 石家庄、河间、济南、安阳四站年均降

水量序列的标准差由 1740~1779 年的 91.89 mm 增大

到 1780~1819 年的 112.3 mm[67]. 根据华北平原内 10

个站点旱涝等级计算的旱灾指数由 1740~1779 年平

均的 0.94 增加到 1780~1819 年的 1.08, 涝灾指数由

1.00 增加到 1.16. 1780~1819 年间极端旱涝灾害增多, 

表现为 1, 5 级(大涝、大旱)站点数(32 和 33 个)较

1740~1779 年间(29 和 26 个)明显上升[55], 如 1785 年

旱灾[68,69]、1801 年水灾[25]、1813 年旱灾, 均为此前

罕见的大灾(图 3(c)和(d)).  

2.2  社会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 

2.2.1  人口持续增长使粮食安全处于危险水平 

清代华北平原境内人口飞速增长, 直隶省(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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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人口由清初的 800 余万增加到清末的 3700 余 

万 [54], 随着人口的增加 , 人地矛盾逐步激化 , 在

18~19 世纪之交粮食安全已处于临界状态, 成为清代

华北平原人地关系演进的重要转折点.  

清初至 18 世纪 20 年代左右, 直隶主要是通过耕

地的扩张来抵消人口增长压力, 人均耕地面积大体

维持在 5.6 亩以上, 按 93 kg/亩计算, 人均粮食产量

可达 500 kg 以上, 远高于现代维持温饱水平所必需

的 300 kg/人. 自 18 世纪 30 年代始, 直隶省耕地面积

增长几乎停滞, 人口的持续增加使得 1781 年直隶省

人均耕地面积降至 3.71 亩, 人均粮食产量 345 kg, 略

高于温饱水平; 至 1820 年, 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

降至 3.03 亩, 人均粮食产量则降至 281 kg, 在温饱线

以下(图 3(f)).  

至 19 世纪初, 即使不考虑地主和官府剥削造成

的粮食分配不公平性, 仅因人口增加已使华北平原

粮食产量突破安全的人均生存阈值, 从而使当地社

会对外界干扰(如极端水旱灾害)的敏感性急剧上升. 

广大农民户无余粮, 一遇天灾, 即难免饥馑、甚至破

产之虞.  

2.2.2  气候转冷使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 

气温变化直接影响粮食单产水平. 华北的秋收

收成类型收成从 19 世纪 10 年代开始变坏, 歉收年份

大量增加, 至 19 世纪末几乎年年歉收(图 3(e)), 平均

亩产较 18世纪有明显下降[52]. 根据我国现代(20世纪

50~80 年代)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关系推算, 气温

升高 1℃, 仅积温变化带来的农作物熟级调整, 即可

产生 10%的增产潜力, 如果考虑到升温可能减少冷

害, 则幅度可能更大, 反之亦然[70]. 18世纪 80年代至

19 世纪 10 年代的 40 年间平均温度较 18 世纪 40~70

年代下降约 0.8℃[49], 据此估计至少可导致 8%的减

产.  

如果进一步考虑降水变率增大使得极端旱涝事

件多发而造成的减产, 则气候变化对粮食单产的影

响程度更大, 如 1801 年水灾直隶全省收成仅为正常

年景的 25%[25], 为近 300 年最低, 仅此一年就可将

1780~1819 年平均的粮食单产水平拉低 1.88%. 

1780~1819 年间旱涝指数≥4 的极端旱涝年份有 5 个

(1790, 1794, 1801 年水灾, 1792, 1813 年旱灾), 而

1740~1779年间仅2个(1743年旱灾, 1761年水灾). 在

现代农业灾情统计中将较常年减产 30%定义为成  

灾[71], 按上述灾害年份较常年平均减产 50%(相当于

现代中等成灾水平)计算, 仅多出的 3 个极端旱涝灾

害年份, 即可使 1780~1819年间的平均单产水平在变

冷导致减产的基础上再下降 3.75%.  

综合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温度降低及降水年际

变率加大、极端旱涝事件频发 , 两者合计至少使

1780~1819 年间的平均单产水平较常年下降 11.45%, 

这对于清代华北平原正处于临界状态的粮食安全是

雪上加霜, 对社会的稳定性和适应能力构成更为严

重的威胁.  

2.2.3  政府救灾能力显著下降 

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社会, 面对气候变化特

别是极端水旱灾害时, 政府的应对能力是影响脆弱

性的关键环节. 清代兴盛时期, 特别是 18 世纪中期, 

清廷曾在华北平原救灾中扮演过十分积极的角色 , 

除蠲免赋税等常规手段之外, 还通过大量救灾物资、

款项的及时调拨和就地发放, 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水

旱灾害带来的消极影响[45,61,72].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适逢清代的黄金时期(所

谓“康乾盛世”)结束之时. “康乾盛世”过后, 各级政府

钱粮亏空严重, 国用不足, 持续 9 年(1796~1804 年)

的白莲教起义耗去军费 1 亿余两, 并有大量漕粮转运

前线, 直接导致了进入 19 世纪后清廷国库、京仓储

备下降, 政府能够支配的救灾钱粮数量锐减. 进入

18 世纪晚期之后, 面对日益增多、加重的旱涝灾害, 

在华北灾害救助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清政府赈济力

度反而日益下降. 特别是以 1801 年水灾为分野, 前

后差别巨大(图 3(k)和(l)), 使得华北平原地区的粮食

危机以及更严重的社会危机未能得到有效地缓解.  

1780~1819 年间受灾站点(旱涝等级 1, 2, 4, 5)计

252 站次 , 重灾 (旱涝等级 1, 5)65 站次 , 其中

1780~1801 年间受灾 138 站次, 占 54.8%, 重灾 41 站

次, 占 63.1%. 1780~1819 年间总计 674 县次获得赈济, 

其中前 22 年 482 县次, 占 71.5%, 高于受灾(重灾)站

次所占比例, 而后 18 年赈济县次占总数的比例低于

受灾(重灾)站次所占比例, 说明在后 18 年中, 很多受

灾州县未能得到应有的赈济. 即使获得赈济的州县, 

其赈灾力度亦大不如前. 1780~1801 年间清廷下拨华

北平原地区的赈灾银近 500 万两、米近 380 万石, 而

后 18 年间仅银 30 万两、米 73 万余石; 1780~1801 年

间的赈济密度 Q=1.47 万石/县, 后 18 年下降至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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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石/县, 相差 3 倍.  

2.2.4  东蒙移民开垦接收能力饱和而东北移民因
封禁而受限 

自发性的或有组织的向区外移民是我国古代缓

解人口及粮食压力、降低社会脆弱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东蒙及东北地区是清代华北平原移民开垦的主要目

的地, 自清初以来, 政府对从华北平原向东蒙或东北

的移民长期执行平年厉行封禁, 灾年适当放松、默许

出境的弹性政策. 相对于封禁更为严厉的东北地区, 

长城以北的东蒙地区首先成为华北平原破产流民跨

区迁徙、移民的主要目的地[42~44].  

17 世纪 80 年代东北实施封禁政策后, 东蒙、特

别是古北口外的承德周边成为华北平原地区的主要

移民目的地. 18 世纪早中期, 在相对温暖的气候背景

下, 东蒙尤其是承德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因大量来

自于华北平原地区的移民开发而迅速繁荣, 华北平

原与东蒙之间存在活跃而良性的人口和粮食交流 . 

1720~1779 年间, 因移民聚落的增长, 在长城以外新

建的州县(16 处 2))中, 东蒙境内占多数(10 处), 尤以

承德最为突出(7 处)(图 1), 形成了清代第一次政区建

置、变更高潮. 《清实录》中东蒙有记载的 15 个丰

收年份有 14 个集中在 18 世纪, 东蒙不仅实现粮食自

给, 且有剩余粮米直接支援华北平原救灾, 《清实录》

中 7 条由东蒙向华北调运粮食的记录都集中在 18 世

纪 20~60 年代的 50 年间[44].  

但在 1778 年完成承德府 1 府 6 县的行政区划调

整[73]之后, 当地发展开始放缓, 近百年间(至 1876 年

设围场厅)无新设行政单元. 1782~1820 年间, 承德府

的人口由 557222 人增长至 783897 人, 年均增长 9‰, 

接近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显示这里已经不再是 

移民的主要目的地[74]. 18 世纪晚期之后承德周边农

业开发的由盛转衰, 与封禁政策的执行、农业人口的

饱和等因素有关[75], 而气候变化也在其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 18 世纪末开始的降温导致的农牧交错带南移, 

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44,76].  

随着承德等地对华北难民吸纳能力的逐步减弱, 

流向东北地区的难民开始增加. 1792 年旱灾发生后, 

清政府自清初以来首次公开放松禁令, 允许甚至鼓

励灾民前往长城及柳条边外的东蒙及东北各地谋生, 

以分流难民潮 3). 这一措施随即引发了规模空前的难

民迁徙, 难民目的地也发生显著转移, “西北一带关

口(注: 指张家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口)自九月下旬以

来, 携眷外出之民日渐稀少; 惟出山海关者, 依然络

绎”4). 东北三省、特别是柳条边沿线地区从此开始大

量接收关内移民. 据清廷事后估计, 1792 年旱灾期间, 

灾民“前赴盛京、吉林及蒙古地方就食, 不下数十万

人”5), 这一数字可能有夸张, 而且包括了临时性的迁

徙, 但规模之大仍然空前. 经政府安置定居吉林省的

灾民即达 1 万 5 千余人 6), 为数更多的未申报者、留

居盛京蒙古等地者尚不在内. 1792 年旱灾后的短短

10 余年间, 清廷即在东北柳条边沿线地区新建 4 个

行政单元以管理移民(长春、昌图、伯都讷、新民), 大

凌河东岸、养息牧厂、拉林、双城等官垦聚落也分布

在附近(图 1). 1780 年东北人口约 95 万, 至 1820 年猛

增至 247 万人[77], 较 1780 年增长 1.6 倍, 年均增长率

24.2‰, 增长人口中大部分来自移民(约 100 万), 其

中吉林省接收移民30万人[74]. 以长春地区为例, 1800

年设长春厅后 6 年间移入 7000 余口 7); 其后两年间, 

移入 3010 户 8); 又过两年, 又移入 6953 户 9), 移民增

加的趋势极为迅猛. 

                        
2) 不含建置之后撤销者 

3) 清实录, 1792-08-21 

4) 清实录, 1792-12-31 

5) 清实录, 1794-09-04 

6) 清实录, 1793-12-03 

7) “郭尔罗斯地方从前因流民开垦地亩, 设立长春厅管理. 原议章程, 除已垦熟地及现居民户外, 不准多垦一亩, 增居一户. 今数年

以来, 流民续往恳荒, 又增至七千余口之众. ”(清实录, 1806-09-02) 

8) “长春厅……续经查出流民三千一十户……若概行驱逐, 未免失所. ……入于该处民册安插. 自此次清查之后……除已垦之外, 

不准多垦一亩, 增居一户. 如将来再有流民入境, 定即从严办理.” (清实录, 1808-07-10) 

9) “长春厅查出新来流民六千九百五十三户, ……姑照所请入册安置外, 嗣后责成该将军等督率厅员实力查禁, 毋许再增添流民一

户. 如再有续至流民, 讯系从何关口经过者, 即将该守口官参处. 至长春厅民人向系租种郭尔罗斯地亩, 兼著理藩院饬知该盟长扎萨克

等, 将现经开垦地亩及租地民人查明确数, 报院存案, 嗣后无许招致一人, 增垦一亩. 如有阳奉阴违, 续招民人增垦地亩者, 即交该将军

咨明理藩院参奏办理.” (清实录, 181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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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政府 1792 年对东北的开禁只是一种应急的措施, 

而非长远的政策 . 为控制移民的激增 , 清政府自

1803 年起重申封禁政策, 并对边外地区的私垦聚落

进行大规模清理, 《清实录》中关于私垦的记录即主

要分布在 19 世纪前后十余年间. 1811 年以后, 《清实

录》中清查私垦的记录告一段落 , 东北人口经过

1781~1820 年间的高速增长后, 在 1820 年后增速显

著放缓, 道光三十年(1850)东北的人口约 340 万人, 

年均增长率下降至 10.7‰[77]; 东北的行政建置也处

于停滞状态, 1813 年建新民厅后, 至 1862 年设立呼

兰厅, 50 年间东北再未增加新的州县.  

2.2.5  社会的高脆弱性为气候变化影响华北平原
社会稳定提供了可能性 

从以上分析可知, 18~19 世纪华北平原的社会具

有较高的脆弱性, 对外来压力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

较低的响应能力, 主要表现为 3 个方面: (1) 粮食安

全处于临界状态, 1780~1819 年间, 人均耕地由 3.7 亩

降至 3 亩以下 , 仅由此即可使人均粮食年产量由  

345 kg 降至 281 kg, 突破温饱阈值, 使得社会对气候

变化和极端灾害引发的粮食减产极其敏感. (2) 政府

对水旱灾害的救济水平在此期间逐年下降, 1801年后

更是急剧减少, 不能满足社会应对危机的需求. (3) 

东蒙作为华北移民目的地的作用因气候变冷、农业衰

落而削弱, 一度开放的东北地区在 1803 年重申禁令

之后移民进程受到严重限制, 加速了难民问题的激

化. 这种较高的社会脆弱性为气候转冷影响社会稳

定提供了基础.  

2.3  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内社会稳定性趋于恶化 

在 18~19世纪气候转冷的背景之下, 华北平原社

会发生一系列显著变化 ,  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

1780~1819 年间难民问题的逐步恶化与失控, 特别是

1803 年东北重申禁令之后, 华北平原地区社会稳定

性趋于恶化, 突出表现为流民数量增多、动乱事件频

次增加显著、以及动乱事件的级别逐步升高. 随着清

廷政策调控侧重点的变化, 因各种原因特别是在极

端水旱灾害中破产的华北难民的行为可分为原地待

赈(18 世纪 80 年代)、背井离乡(流民)(18 世纪 90 年 

代至 19 世纪)和最终铤而走险(乱民)(19 世纪 10 年代)

三个阶段.  

1785 年旱灾中多数的灾民仍选择原地等待救济, 

但流民问题已开始显现, 表现为 1780 年后, 京城煮

赈大量增加表明流民涌入京城的数量增多. 1792年旱

灾、1801 年水灾中, 有大量难民背井离乡, 或进入京

城暂时栖身, 或向境外流动. 涌入京师的灾民均达数

万之众 10), 清政府被迫一再扩大粥厂规模、延长煮赈

时间, 流民增加给京城社会治安带来严峻挑战. 由于

东蒙的衰落和东北的开禁, 大批难民沿柳条边一线

迁徙和定居.  

华北平原的流民行为转向暴力的趋势, 18 世纪

80 年代即已显露, 1785 年旱灾之中、之后, 动乱事件

相对多发. 在 18 世纪 90 年代至 19 世纪期间的相对

平静之后, 从 19 世纪末开始, 流民的暴力行为问题

重新成为华北平原社会的严重威胁. 19 世纪 10 年代

由武装流民团体参与的盗匪事件达 24 县次 , 占

1780~1819年 40年总数(37县次)的 64.9%(图 3(j)), 发

生地点遍及华北平原. 1813年旱灾中爆发的天理教起

义, 为本地清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 涉及本

区的 12 个州县, 大批破产灾民加入起义军.  

3  讨论 

3.1  气候转冷对华北平原社会不稳定的贡献 

社会在突破 300 kg/人的温饱阈值后面对压力时

敏感性的增加, 而同期社会的调节能力不断下降, 使

得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引发的农业生产危机(粮食减

产)随即带来连锁反应, 消极影响在粮食供给-分配-

消费各个环节逐步传递并积累, 形成大面积的饥荒

和大规模的难民迁徙, 最终爆发动乱.  

1820 年可以作为社会进入不稳定状态的起始点. 

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 根据人均耕地面积变化估

算 1820 年直隶的人均粮食产量为 281 kg, 如果考虑

气温降低和水旱灾害导致减产 11.45%, 则 1820 年人

均粮食产量约 249 kg, 此人均粮食产量(近似地 250 

kg)可视为在当时社会响应能力下, 社会进入不稳定

状态的临界产量. 对理想状态下的直隶人地矛盾发

展(气候转冷不发生, 粮食单产不变, 人口自然增长)

                           

10) 如“京城粥厂现在远来领赈者竟有二万余人”(清实录, 1792-08-17); “近日京城附近地方饥民领赈者至二万五六千人”(清实录, 

1802-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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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估算: 取 1776 年直隶人口 1779.9 万为起点, 按

照 1776~1820 年间的人口增长率 5.92‰计算逐年人

口数量; 再根据 1820 年耕地面积值(69860981 亩)计

算逐年人均粮食产量, 达到 250 kg 的年份发生在

1841 年. 换言之, 气候变化直接导致的粮食减产, 相

当于人口增加对人均粮食产量减少贡献率的一半 , 

它将华北平原当地人地矛盾激化的时间提前约 20 年

(图 4).  

此外, 考虑到这一气候转冷事件在全国尺度上

均有体现, 气候对邻区的影响势必间接影响到本区, 

如东蒙农牧交错带的南移会影响其对华北移民的容

纳能力, 江南地区气候转冷和气象灾害会影响其对

华北的粮食输送. 上述变化都会影响华北平原社会

的响应能力, 其影响程度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2  区域社会气候变化响应机制中的政府作为 

在 18~19 世纪之交气候转冷与社会响应的互动

中, 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作为突出体现在两个

方面——钱粮调度与赈济、移民政策管理(图 3). 因

各种原因特别是在极端水旱灾害中破产的华北难民

的行为选择随着清廷响应行为和政策调控侧重点的

变化而变化, 分别以弛禁的 1792 年和厉禁的 1803 年

为节点, 将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控分为 3 个阶段(图 3).  

1780~1791 年(赈济为主阶段): 这一阶段清廷主

持的赈粮调度和赈灾活动仍保持了较高的力度和效

率, 赈济密度约 1.95 万石/县, 对灾后社会秩序的稳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零星动乱事件已经开始出现, 

说明单一的赈济手段已难以解决难民问题.  

1792~1803 年(赈济与东北开禁并行阶段): 赈济 
 

 

图 4  两种情景下的直隶人均粮食产量变化 

(a) 仅考虑人口增长; (b) 叠加气候变化影响 

力度开始下降(Q=1.2 万石/县, 约为 1780~1791 年的

2/3), 面对难民规模日益增大的现实, 政府灵活地放

宽了禁令, 特别是将封禁 100 余年的东北三省公开向

难民开放, 有效缓解了华北社会的压力, 18 世纪 90

年代至 19世纪的 20年间华北平原地区动乱事件较少

发生.  

1804~1819 年(厉禁东北阶段): 政府灾害救济能

力急剧下降(Q=0.47 万石/县, 约为 1780~1791 年的

1/4), 清廷顾虑移民过多威胁“龙兴之地”, 错误地决

定重申封禁政策, 更是雪上加霜. 进入 19 世纪 10 年

代, 清查私垦告一段落、封禁效果显现之后, 华北平

原难民问题失控, 行为日趋暴力, 盗匪横行, 区内清

代首次大规模起义事件在 1813 年旱灾背景下爆发.  

4  结论 

通过探讨 18~19 世纪之交气候转冷背景下华北

地区难民问题发展过程中自然、人口和社会等不同因

素在其中扮演的作用,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以粮食安

全为切入点, 从社会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的

角度分析历史气候变化社会影响过程与机制的案例. 

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780~1819 年间, 华北平原难民问题显著激化, 

经历了从灾民到流民再到暴民的过程. 因各种原因

特别是在极端水旱灾害中破产的华北难民在早期多

选择原地等待救济(如 1785 年旱灾); 随着政府救济

力度的下降, 1792 年旱灾和 1801 年水灾中有大量难

民背井离乡, 或进入京城暂时栖身, 或向境外流动, 

由于东蒙的衰落和东北的开禁, 大批难民沿柳条边

一线迁徙和定居; 清廷重申封禁东北(1803 年)之后, 

难民既无法获得足够救济, 亦无法通过移民谋生, 被

迫铤而走险, 1813年旱灾中即有大量灾民加入天理教

起义.  

华北平原地区上述难民问题的发展演化, 发生

在 18~19 世纪之交以从暖到冷为主导的气候转冷的

气候变化背景下, 由 18 世纪相对温暖时段进入小冰

期最后一个寒冷时段, 同时伴随频率明显增加的极

端旱涝事件, 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是社会趋于不稳

定的重要因素. 气候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来自温

度降低和灾害增多所造成的粮食减产, 根据气候变

化所导致的减产幅度估算, 气候变化直接导致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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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减产, 相当于人口增加对人均粮食产量减少贡献

率的一半, 它将华北平原当地人地矛盾激化的时间

提前约 20 年.  

18~19 世纪之交华北平原因气候变化引发的农

业生产危机所以能够迅速波及经济、社会层次并造成

严重后果, 主要是因为区域社会面对外来压力时较

高的敏感性和较低的响应能力, 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1) 人口增加导致的人均耕地减少使粮食安全处于

临界状态, 社会对粮食减产十分敏感; (2) 政府对水

旱灾害的救济水平不能满足社会应对危机的需求; (3) 

东蒙和东北作为华北移民目的地的作用因气候和政

策影响受到限制.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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